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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ontest and control by Chinese and foreigners to Gulangyu Island dur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is city and tries to probe into this issue in three aspects of residence, politics and 
religion as well as its representing urban cultural symbol. This paper also discuss the corresponding influence to 
urban space brought by acculturation phenomenon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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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居住、政治、宗教等方面探究近代鼓浪屿城市转型过程中，华、洋不同势力对鼓浪屿城市空间的控制和争夺，
及其呈现的城市文化象征。并讨论这一过程中的文化适应现象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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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浪屿自 19 世纪中后期逐渐由闽南传统村
落转变为具有近代城市特征的国际型住区。在此
过程中，不同国别、背景的殖民者与当地民众共
同构成多元的都市文化，并形成各方势力对城市
空间进行争夺、制衡的局面。他们具有完全不同
的文化背景和利益诉求，都试图对城市空间的范
围、区位进行掌控。同时，又都按照各自的意图
改造、利用这座岛屿的景观和空间。使不同文化
间的碰撞与争斗被“归置和纳入一定的空间争夺
之中”，而成为一种“文化的空间化”[1]。他们
彼此冲突的政治、文化、宗教观念都通过城市景
观和建筑形式表现出来。同时，鼓浪屿的“半殖
民地”属性又部分保留了政治的独立性 [2] 和传
统观念的延续性。这使得持续的“西化”并未改
变鼓浪屿中国城市的本质。在东、西方错综复杂
的关系中，没有哪一种势力可以成为决定城市发
展走向的支配力量。西方的观念、中国的传统以
及相互间的政治博弈，使得各方在城市空间的争
夺中碰撞、融合、涵化，共同形成近代鼓浪屿独
具特色的城市景观。
一、华、洋居住空间的划分与争夺
   
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有学者认为鼓浪屿在鸦片
战争之前只是“一个人烟稀少，房屋寥落的岛屿。”[3]。
但在清嘉庆年间，鼓浪屿就已形成内厝澳、岩仔脚、
鹿耳礁三处较为集中的传统聚落，并达到 3000 人
的规模 [4]。这些聚落通常都遵循古代堪舆术和当地
关于“风水”的原则，选择山丘之间的平地或是
滨水的海湾。便于开垦田地，且免受台风的侵扰。
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的商人、传教士、官员
陆续开始在鼓浪屿居住、传教。他们围绕鼓浪屿的
主要山岭 [5]，形成了最早的笔架山环路、岩仔脚—
日光岩环路、升旗山—鹿耳礁环路，以及通向东南
海滨的各条放射状道路 [6]。这一城市结构成为华、
洋势力双方在鼓浪屿进行居住空间划分的基础（图1）。
以燕尾山、笔架山、鸡母山、旗仔尾山为界，山
体西侧主要以华人村落为主。这些建筑大多体量
较小，通常以家族为单元，围绕宗祠和庙宇成片
布置。山体以东虽仍有诸如岩仔脚、鹿耳礁等华
人村落，西方人的建造活动却在逐渐改变着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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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景观。他们通常将房屋建在滨水的
道路两侧或山地高处。这样既便于往返厦、
鼓两地，又拥有良好的景观。西方人的建
筑围绕教堂、俱乐部、领事馆等公共设施
建造，形成体量巨大但彼此独立的低密度
住区。呈现出与华人村落截然不同的城市
肌理（图 2，图 3）。
 在陆续从当地民众手中获得大量土地
后，西方人对岛屿东、南部进行了大规模
的改造、开发。原先的华人村落逐步被密
集的路网、高大的建筑所取代。码头、球
场、俱乐部等公共设施纷纷发展起来，形
成以田尾路、鹿礁路、福建路、三明路为
主的西方人社区。至此，岛屿东南部已然
转变为一幅西方近代城镇的景象：高低错
落的住宅、精致的教堂、飘扬着各国旗帜
的领事馆。甚至石船顶和石堪顶之间的洼
地也被西方人改称为“坎比谷地”（Chambe 
Valley）[7]。而中部的岩仔脚和西北的内厝
澳一带则依然沿袭着 19 世纪早期的传统
聚落景观。当然，多次的台风侵袭也使得
一些居于高地的西方人房屋悉数被毁，他
们改变了之前的建造理念，转向中西部的
山间缓坡、谷地，从而使中、西方居住空
间的领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其边界
变得模糊。
20 世纪初，华侨逐渐成为鼓浪屿城市
建设的主体。一方面，海外的生活经历使
其乐于主动接受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与当地同宗同族的背景又使其具有强烈的
文化认同感。他们的建造活动既有对西方
人住区鹿耳礁和华人聚落岩仔脚的更新，
也有对岛屿中、西部地区的开发 [8]。在西
方人建设投入逐渐减少的同时，华侨洋楼、
基础设施、商贸网点在全岛范围内发展起
来。鼓浪屿的开发重心也由原来的东南逐
渐扩展到西北。20 世纪 20 年代后，整个
岛屿的路网在原有城市结构上进一步密集，
道路间的空地几乎都被建筑填满。华、洋
住区差异明显的城市肌理也逐渐被高密度
的华人住宅、沿街店铺所取代（图 4）。
 在华、洋居住领域的争夺中，岛屿东
南部的鹿耳礁由最初的华人传统聚落，变
异为西洋风情的小镇，再到华侨富商的别
墅区，其代表的领域归属在东、西方文化
语境中不断交替，而城市景观却一直朝着
“西化”方向发展。如果说殖民者有意识
地在当地村落中“楔入”西方城镇景观，
是为了在“异乡”营造一处理想的家园，
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殖民势力的象征；那
么华侨和当地富绅放弃当地建筑语汇，而
选择西方式样则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文明
的主动接纳和改良。在他们眼中，“西化”
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和优
越的生活条件。他们或自行建造，或直接
从殖民者手中购买，通过模仿、折中西方
建筑样式的手段在城市景观中展现其财富
与实力。另一方面，虽然华、洋势力的空
间边界由于华侨的建造活动而日趋消解，
但这并不意味着华、洋双方在这一区域可
以毫无区别的择地而居。“杂居”和“分
居”在不同范围内依然存在。球场、领事
馆、俱乐部一直都是西方人的“特区”；
寺庙、宗祠周边也多为华人聚集之地。在
“分居”“杂居”并存的城市空间中，华、
洋双方势力此消彼长，共同导致了城市景
图1：19世纪60年代鼓浪屿地理特征及路网结构
图2：19世纪末岩仔脚华人住区 图3：19世纪末田尾华人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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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发展走向（图 5）。
二、政治空间的文化象征
对于西方列强而言，在哪里，以怎样
的形式彰显其在华政治地位，进而控制城
市空间，这些问题不约而同地体现在象征
各国势力的领事馆建筑上。英国是最早在
鼓浪屿设立领事馆的国家 [9]。19 世纪 70 年
代，原有的领事馆被改作领事官邸，新领
事馆在鹿耳礁海滨的一处绝壁上落成。这
里除了拥有优美的海景之外，更重要的在
于其占据着鼓浪屿最便捷、最重要的地点
之一：紧邻龙头渡码头，且位于通向岛内
的主要道路旁。居高临下的位置使初次到
达和最后离开鼓浪屿的人们都会留下深刻
的印象（图 6）。同样，日本在 1895 年占
领台湾之后，也开始扩张其在华势力。因此，
“有必要在本地建造一座巨大而坚固的日本
领事馆” [10]，以便在西方列强中占有一席
之地（图7）。当新的领事馆于1898年竣工，
其周边已聚集了英、德、西班牙各国领事
馆、协和礼拜堂等重要建筑，并有一条道
路直达海滨码头。在建筑风格上，这座建
筑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和风式样，而以新文
艺复兴的连续券作为其主要构图元素，并
以入口正中的菊花图案表明其身份。通过
规整、对称的格局来营造庄重的气势。这
显然不是对其他各国的妥协，反而是以西
方建筑语言来展现其称霸东亚的野心。从
计划之初的单层房屋到后期的“砖石结构
的 2 层建筑”“内装修材料、小五金及日
用器等都极尽夸耀国力之能事”[11] 。   
因此，建筑的物质功能已不是唯一考
虑的内容；在各方争夺的区域中，占据显
赫的位置，展示实力才最为重要。相较于
英、德、法等国，美国领事馆几经搬迁和
扩建，从最初混杂闽南屋顶和哥特尖券的
代办处，到殖民地外廊式馆舍，再到古典
复兴风格的翻建，建筑样式的选择逐渐严
谨，比例尺度的拿捏日益精准，古典章法
的运用趋于纯熟。这种变化都显示出殖民
者力图以西方正统建筑样式作为其标榜文
化、炫耀财富的直接手段（图 8）。
在西方列强忙于争夺空间、炫耀实力
的同时，当地华人政府也并未完全放弃对
城市空间的控制。作为政治上的弱势一方，
它显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自信与西方列强
抗衡。但这并不影响其利用一些临时性的
建筑来表明政治上的存在。会审公堂作为
中国政府在鼓浪屿有限的几处权力机构之
一，始终没有专门的馆舍。从最初借用“兴
贤宫”的庙堂，到锦祥街“保商局”，再
到租用黄仲涵别墅 [12]，建筑风格各不相同，
建筑类型五花八门（图 9, 图 10）。似乎
只要能升堂办案就满足要求，形式的表意
顾及不多。但另一方面，会审公堂又始终
选择在华人密集、交通便利之地，似乎在
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强调其有限的权威。也
可使其以“孱弱”的方式成为不同时期华
人领域的政治中心。虽然这一中心有时趋
附于民间宗教的场所，有时隐藏于华侨士
绅的宅邸，但在城市发展中，“权宜之计”
的建筑却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而使其所
在之处于 20 世纪 30 年代发展成为华人聚
居区的新中心。图7：日本领事馆现状图6：20世纪初的英国领事馆
图5：1880年代华、洋杂处的鹿耳礁
图4：不同历史时期华、洋建筑分布状况
Research on Urban Theory城市理论研究 051
三、宗教空间的领域表达
鼓浪屿的华人庙宇既包括公共性的寺
庙，也包括护佑民众、维系宗族的社庙。
它们的位置和形态都体现出当地华人对于
自然环境和城市空间的态度及观念。日光
岩寺坐落于鼓浪屿制高点日光岩的东部山
麓，东西向的轴线串联起寺庙中的各座殿
宇（图 11）。艳丽的色彩、精美的雕饰、
夸张的造型处处体现其作为闽南著名佛寺
的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其东面大海、
因借自然、壮丽恢弘的气势。寺庙上方“鼓
浪洞天，鹭江第一”的巨大石刻在表达当
地民众对于自然景观赞叹、遵从的同时，
更以一种传统和直白的手段强调了他们对
这座岛屿整体环境和空间领域的控制。
作为当地华人聚落的社庙，内厝澳的
种德宫和岩仔脚的兴贤宫扮演着土地庙和
财神庙的角色（图 12、图 13）。所有与
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且保佑其运势的
内容都可以在这两处社庙的祭拜中找到答
案。这两座建筑体量不大，但都位于交通
便利、人流密集的地方 [13]。传统的建筑式
样将具有同一信仰、习俗的民众汇聚与此。
但凡有宗教活动举行时，这里也成为民俗和
商业、娱乐活动的场所。“谒祖进香结束回
鼓时，除在宫前戏台演戏酬神外，还有各地
段、各行业或群众团体组织的踩街活动……
道路两旁挤满观众，人头攒动。” [14] 正是通
过这些当地的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这两
座社庙成为当地华人聚落的文化心理地
标，并显现出浓厚的世俗特征。
与华人的各种庙宇相对，西方人也在
其住区中建造了不同的宗教场所。1863
年，专供西方侨民使用的基督教协和礼拜
堂在鹿耳礁靠近英、德、日领事馆的地方
建成。这座带有希腊神庙形制的小教堂“在
拥挤的环境中显得协调有序”， 并供不同教
派的传教士轮流使用 [15]。之后，天主教也
于 1917 年在西班牙领事馆旁的空地上建
造了一座哥特风格的新教堂。为了占据鹿
耳礁的中心区域，天主堂在其狭小的基地
内放弃坐东朝西的布局，形成南北向的轴
线。结果与协和礼拜堂形成彼此相邻却首
尾相对的状况（图 14）。在西方侨民最为
图8：美国领事馆 (a) 1870年代的美国领事馆代办处  (b) 20世纪初的美国领事馆  (c)美国领事馆现状
图9：暂作会审公堂的兴贤宫 图10：会审公堂现状 图11：日光岩寺现状
图12：种德宫现状 图13：20世纪30年代的兴贤宫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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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的区域，协和礼拜堂与天主堂虽为西
方不同宗教势力的代表，但都力图在此显
示其背后强大政治势力的支持，以及在西
方人社区中的核心地位。 
除此之外，西方传教士逐渐将传教活
动拓展到华人聚居的区域中 [16]。早在 1844
年，英国伦敦差会（L.M.C.）就在东部海滨
靠近码头的“和记崎”建造了最早的福音
堂 [17]。然而，由于远离华人聚居区，不利
传教。不久即被迁往位于东、西住区交界
处的“杜嘉德纪念堂” [18] （图 15、图 16）。
这座建筑虽然在整体上同样采用了希腊神
庙的形制，但入口门廊的哥特尖券、莲花
座式样的柱头、入口上方的“礼拜堂”匾
额，以及日常礼拜活动中穿着马褂长衫的
华人面孔，又以一种折中的东方式手段表
明其在华人聚居地的影响。它既是对中国
信徒的主动迎合，也是其宗教文化在传统
华人领域的巧妙占领。杜嘉德纪念堂之后，
华人信徒于 1905 年在日光岩的北麓建造
了他们新的福音堂。自此，西方宗教空间
已然从华、洋混杂的区域转入传统华人村
落中心，从而将传统的华人聚居地赋予了
一层浓厚的基督教含义。
 
四、空间竞争中的文化适应
虽然本地民众有着强烈的宗族观念和
久远的文化传统，但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持
续冲击下，原有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
从“初则惊、继则异”，到“再继则羡，后
继则效” [19]。西方的价值观念、审美品位潜
移默化地影响到华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东、西方势力在围绕城市环境进行争
夺的过程中，既有西方建筑景观的强势植入，
也有本地习俗对外来文化的主动适应。
以日光岩以西的岩仔脚、中华路一带
为例，这里曾聚集了“四落大厝”“大夫
第”“黄氏小宗”等大量华人宅院。而兴贤
宫作为当地民众进行祭祀和商贸活动的重
要场所，其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得西方殖民
者也对其格外青睐。1876 年，“洋人墓地
与道路基金会”将兴贤宫西南的大片土地
辟为“洋人球埔”（Recreation Ground），这
一地区也同时成为西方民众的社交、娱乐
中心。在洋人球埔东北，紧邻兴贤宫是天
主教的孤儿院；正东是海关洋人职员的俱
乐部；南侧则是洋人共济会的会堂——圣
道院。一系列西方人的建筑都在此建成，甚
至洋人墓地也设立在兴贤宫东北的不远处。
因此，这一片狭小的区域中既有以兴贤宫为
方位的“宫前”“宫后”，又有以洋人墓地为地
名的“番仔墓口”。空间的争夺已潜移默化地
反映在当地华人的日常方位指代中（图17）。
于是，在这一混杂的城市环境中，以
何种建筑形式来呈现华人使用者的文化心
态成为一个微妙而有趣的问题。厦门《海
关十年报告（1892- 1901）》曾记述：
“中国官员一般都非常保守，不愿甩
掉旧习惯，但现在也开始表现出对外国建
筑和外国生活方式的欣赏。现任道台按往
常的习惯住在城内他的衙门里。但是去年，
他在鼓浪屿中心区弄到了一幢欧式楼房，
现在每天乘坐六浆的外国轻便小艇，来往
于他的衙门和住宅间……富有的中国人从
马尼拉和台湾返回，随之建起许多外国风
格的楼房以作他们的住宅。” [20]
因此，这一时期在当地富绅和华侨建
造的房屋中，中式院落布局是对宗族秩序
的延续，西式拱券山花则是近代化生活的
象征。洋人球埔一旁的廖宅（林语堂故居）
就出现了中式歇山屋顶、凹字形三合院平
面与正立面西式连续券廊相结合的奇异形
象。而当地华人、华侨对西方文化的主动
适应则进一步反映在建筑空间布局和装饰
样式的转变中。同一区域的漳州路 50 号别
墅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图 18、图 19），
为当地“烟炙砖”密缝砌筑，并以 “五脚
基”做法 [21]，形成主立面外廊。繁复的巴
洛克窗套、变形的爱奥尼柱头，以及顶部
的 Art Deco 山花以一种“拼贴”的方式反
映出业主对当时西方流行元素的热衷和追
捧，也成为其炫耀财富手段。
相较于折中的西式外观，其平面格局
一方面采用了传统闽南大厝中居于核心位
置的“顶落”部分，将其单层的平面进行
垂直叠加，形成上、中、下三层的“四房
一厅”的格局，以此强调建筑内部传统的
伦理秩序。另一方面，闽南大厝中用于组
织空间的天井被主入口华丽的外廊所代
替。整个建筑由内部开敞、外部封闭的“内
向型”格局转变为有着半户外活动空间，
且适应闽南地区气候的“外向型”格局。
伴随着空间的格局改变，品茗、会客、休
憩这些原本在建筑内的活动也逐渐转移到
在外廊中来。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既是当
地华人对乡土习俗和传统观念的认可，也
反映其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崇尚。
在中、西势力对于城市空间的争夺中，
虽然西方人的建设活动在 20 世纪初逐渐
减少，但其奠定的城市结构和景观设施却
在之后的城市发展中得以延续；当地华人、
华侨在努力维护适于自己习俗观念的生活
空间的同时，也开始主动接受有别于华人
传统的西方观念，并将其与原有生活方式
图16：1894年闽南教会第一次大会图14：协和礼拜堂与天主堂现状 图15：1880年代的杜嘉德纪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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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当地传统、
又不同于西方外来文化的新的文化特性。
而它在城市空间中，则表现为华人、华侨
对西方城镇景观的适应与折中。
五、结语
布兰达 · 叶在其《空间竞争：殖民地
新加坡的都市建成环境与权力关系》一书
中指出：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城市景观不
仅是不同社会群体争夺的对象，而且也是
各方势力在物质空间上的投射。如果以其
观点来看待近代鼓浪屿，会发现不同文化
和政治势力的较量同样被限定于一定的空
间争夺中。这种争夺既包括居住区位，也
涉及政治象征和宗教活动。同时，当地势
力在与殖民者进行争夺、抗衡的过程中也
对外来文化进行吸收和适应，并在城市的
发展中逐渐转译为一种新的都市文化。
与历史进程相似的是，今日的鼓浪屿
依然存在着不同群体的空间争夺。当地居
民、外来商家、各地游客都以各自的方式
塑造着城市景观，并以此表达城市空间的
文化意象：是居民的理想家园，是商家的
隆兴之地，还是旅游者的休闲天堂？对于
近代城市空间争夺的回溯，为全面认识鼓
浪屿的文化价值和城市性格提供了新的视
野，并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方向和文化遗产
保护提供相应的依据。
（本文得到刘泽南女士在文献资料上的大力协助，谨
以此表示感谢！）
图17：1910年代的岩仔脚鸟瞰
图18：传统“三间张”闽南民居平面 图19：漳州路50号别墅 (a)三层平面  (b)现状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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